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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环境污

染逐渐成为阻碍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特别是

空气污染给社会公众和我国的国际形象都造成了巨大的负

面影响。为了应对严峻的污染形势，从党的十五大提出

“可持续发展战略”到十九大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环境保护战略在我国的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3 年，国务院发布“史上最严”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各地区加强空气污染治理，

改善空气质量。近年来，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点区

域明显好转，但总体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据 2017 年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中仅 99 个（29.3%）空气质量达标，全面达到国家标准

依然任重道远。

绩效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是公

共部门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大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地方官员实施“唯

GDP”的政绩考核，导致其在环境治理上缺乏根本性的制度激 
励 [1, 2]。然而事实上，早在 1988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决定》。从 1989 年起，国务院

在全国选取了 113 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作为试点，开展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并明确规定将考核结果作为市长政

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此后，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政府在环

境保护绩效考核制度上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3, 4]。从“十一五”

规划开始，环境保护以专章的形式被列入国家最高级别的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环境治理的相关指标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约束性指标。其中，“十一五”规划要求全国二氧化硫

（SO2）排放总量减少 10%，“十二五”规划要求减少 8%。与

此同时，2005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党

政领导班子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及奖惩

的依据之一。2013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要对官员

损害生态环境的责任进行“终身追究”，并进一步要求强化

约束性指标考核。那么，中央层面的环境保护绩效考核制度

是否有效驱动了地方的污染减排？

现有研究对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Liu
等运用委托—代理框架分析指出，“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

指标明确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政责任和奖惩后果，

地方官员面临考核带来的政治压力从而提高了政策执行力

度和有效性 [5]。胡鞍钢等 [6]、梅赐琪 [7]、以及 Liang 等 [8] 通

过实证研究也证明约束性指标对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具有

正向影响。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强制性指标考核在执

行过程中往往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因此

并不能有效改善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 [9,10]。另外，官员

之间的异质性也决定了并非所有地方官员都积极响应中央

政府政策，从而造成了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 [11,12]。

基于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本文以省级政府为研究对

象，对“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2006—2015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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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环保考核对地方 SO2 减排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包括

环保考核是否促进了地方的 SO2 减排；相比于“十一五”

时期，“十二五”时期的政策效力是否更强；以及地方官员

的异质性对 SO2 减排有何影响。省级政府是国家政策的首

要执行者，也是地市级政府政策的设计者和发起者。因此，

中央环保考核是否能够首先在省级层面取得成效至关重要。

1  研究设计

在公共部门的委托—代理模型中，传统的激励理论突

出监督和处罚带来的压力作用 [13]，代理人由于受制度所规

定的实际利益驱使而改变自身行为。同时，本文也考虑了

公共部门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博弈行为和目标替换行

为 [14-16]，即代理人由于面临不同的个人成本和身处复杂、

动态的社会环境，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17]。

在本文的情境中，如图 1 所示，“十一五”和“十二五”

规划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提供制度化激励，从而影响地

方的污染物排放量，这也是本文考察的核心变量。此外，

地方官员的异质性特征，即其个人的自利化偏好，对地方

污染物排放量具有调节作用。一方面，在我国的政治体系

下，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党政“一把手”对地方公共事

务治理具有直接和显著的影响，一个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水

平在理论上与地方“一把手”的个体特征存在相关性。另

一方面，官员的自利化偏好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

括外部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官员内心的自我追求，而本文认

为其中核心的动机在于“晋升激励”，特别是对于省部级官

员来说，本身已拥有非常成功的政治生涯，相比于基层官

员来说更有追求政治升迁的雄心。同时，作为主政一方的

一把手，地方官员通常对辖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偏好，而

环境经济理论也表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地方污染

物排放具有密切关系。例如，Grossman 和 Kruger 提出，一

个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可以分解为三种经济指标共同作

用的结果，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 [18]。其中，

规模效应是指地区的经济总量，结构效应是指产业结构中

清洁行业和污染行业的相对占比，而技术效应则是产业发

展的技术水平，如污染物排放强度或能源消耗强度。

图1  制度化激励对地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

基于以上因素，并借鉴 Liang 等的研究 [8]，本文构建如

下模型以考察中央环保考核对地方 SO2 排放量的影响：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ln（SO2）tj 是第 j 个省份第 t
年 SO2 排放量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中，ln（SO2）（t-1）j 是

ln（SO2）tj 的一阶滞后项；Plan 是指“第十 X 个五年规划”。

Agetj, Chancetj 和 Incumbenttj 是三个刻画地方党政“一把手”，

即省委书记和省长个体特征的变量。我国省部级官员的法

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地方“一把手”对

自身职业前景的预期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执行中央政策

的动机。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年龄距离变量 Agetj，即在

任省长和省委书记在下一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的

年龄与 65 岁之差，差值越大则相对年龄越小。Chancetj 表示

j 省党政首长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可能性。通过本省“一把手”

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历史可能性，现任党政首长可以

预估自身晋升的可能性 [19]。根据研究期限，本文构建了一

个反映各省份党政首长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历史可能性变量，

统计从 1997 年（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至 2012 年（第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来源省份，对于每

位政治局委员来说，如果由曾任或现任某省份党政首长担

图2  各省份党政首长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得分（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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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则该省份得 1 分，每个省份的总分即是该省份党政首

长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可能性。图 2 是 2006—2015 年各省份

党政首长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可能性得分，其中上海最高 9.3
分，其次为福建 7.8 分，而云南、甘肃、山西、内蒙古、宁

夏等省份未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政首长。Incumbenttj

是指 j 省省委书记是否兼任政治局委员。一般认为，这一部

分省委书记更倾向于严格执行中央政府政策。

同时，考虑到随时间变化，地方“一把手”的个人特

征与 SO2 排放滞后项会对五年规划的实施产生影响，本文

在模型中引入了政策指标（第十“X”个五年计划）与官员

个人属性及 SO2 排放滞后项的交互项。

Controltj 表示一系列影响 SO2 排放量的经济社会发展指

标，包括规模效应指标，如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政

府税收、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等；结构效应指标，如污染

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技术效应指标，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和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

表 1 列举了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及编码规则。

为了对模型（1）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构建模型（2）

作为辅助模型。模型（2）不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但

引入年份变量（Trendt）以考虑时间固定效应。

  （2）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央环保考核不断

增强，那么在实际的政策效果上，“十二五”时期是否比

“十一五”时期更好？地方官员的异质性对 SO2 的减排影响

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了

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还划分了“十一五”和“十二五”两

个子样本对模型（1）和（2）进行估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6—2015 年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其中，SO2 排放量、环境

保护指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等来源于历年《中国环

境统计年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个人资料来源于新华网和

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等。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省

级税收、省级人口数量、人口密度等来源于历年《中国统

计年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单位 GDP 能源

消耗量等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  中央环保绩效考核的有效性

2.1  环保绩效考核对地方污染物减排的总体影响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同时，

鉴于回归模型存在截面异方差和自相关，并考虑到省级行

政单位个体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空间相关”[20]，本文采用

可以同时处理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可行广义最小

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表 2 报告了 2006—2015 年中央环保绩效考核对地方

SO2 排放量的影响。可见，上一年的 SO2 排放量每增加一

个单位，当年排放量上升 72.9%。其次，模型（1）与模型

（2）均表明“第十‘X’个五年计划”与 SO2 排放量显著负

相关，表明规划实施促进了各省份的 SO2 减排。“SO2 滞后

变量 × Plan”与 SO2 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环保绩效考核

的逐年实施，SO2 上年排放量对当年排放量的直接影响下降

了约 1.8%。

从官员的个人特征来看，“省长的相对年龄”与 SO2 排

放量无显著相关性，而“省委书记的相对年龄”与 SO2 排

放量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省委书记越年轻的省份 SO2 排

放量越大。“省委书记的相对年龄 ×Plan”与 SO2 排放量呈

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环保绩效考核的推进，年轻的省委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编码规则

被解释变量 SO2 排放量 SO2 年排放量

解释变量

第十“X”个五年计划 “十一五”编码为 1，“十二五”编码为 2

省长的相对年龄 省长到下一届党代会时的年龄与 65 岁之差

省委书记的相对年龄 省委书记到下一届党代会时的年龄与 65 岁之差

进入政治局的机遇 党政首长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得分

现任政治局委员 省委书记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1；否：0

控制变量

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

省级税收 年税收总额

省级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

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

污染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及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环境保护科研投资支出

环境保护指数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 能源消费总额与 GDP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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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逐渐倾向于削减 SO2 排放量。“进入政治局的机遇”和

“现任政治局委员”与 SO2 排放量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但“现任政治局委员 ×Plan”与 SO2 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

表明随着规划的实施，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

记越来越倾向于削减 SO2 排放。

在经济社会影响因素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

一个百分点，SO2 排放量下降 2.2%～21.5%，而“环境保

护指数”与 SO2 排放量则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市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SO2 排放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城

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一个百分点，SO2 排放量下

降 26.5%～54.7%，表明在人民生活水平越高的省份，公众

对环境质量的诉求更加强烈，对政府的污染削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2010 年我国东部地区 SO2 排放量为 152.3 万 t，
2015 年则下降为 46.02 万 t，占全国排放量的 26.53%；2010
年中西部地区 SO2 排放量为 120.9 万 t，2015 年则增长到

127.41 万 t，占全国排放量的 73.46%。“单位 GDP 能源消耗

量”与 SO2 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单位 GDP 能耗每上

升一个百分点，SO2 排放量增加 1.2%～1.6%。尽管我国一

直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但直到 2015 年，

我国煤炭消费量仍然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4.0%。

2.2 “十一五”与“十二五”时期的政策效力比较

表 3 比较了“十一五”与“十二五”时期中央环保绩

效考核对地方 SO2 排放量的影响。相比于“十一五”时

期，“十二五”时期“SO2 滞后项”对 SO2 排放量

的影响显著减弱。“省委书记的相对年龄”系数有

所减小，表明相较于“十一五”时期，年龄因素

对 SO2 排放量的影响在降低，年轻的省委书记在

“十二五”期间更多的关注污染减排。但与年长的

省委书记相比，环境绩效依然较差。这种现象或

许表明较为年长的省委书记具有更丰富的从政经

验，能够更好地处理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

关系。“进入政治局机遇”在“十一五”期间并不

显著，而在“十二五”期间与 SO2 排放量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十二五”期间拥有较高几

率进入政治局的党政首长所在省份 SO2 排放量较

高。从图 2 来看，除西藏以外，进入政治局几率

得分较高的地区都是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相对大

的省份，在尚未实现经济—污染脱钩的条件下，

规模效应依然驱动着污染物的排放。

经济社会因素中，只有“城市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在两个时期

的回归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较于“十一五”

时期，“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十二五”

时期对 SO2 排放量的负向影响更强，表明随着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众不断增强的环境诉求迫

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环境治理绩效。“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对 SO2 的增

排影响从“十一五”时期的 5.5%～6.1% 下降到

“十二五”时期的 3.7%～5.9%，表明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和能源结构在“十二五”期间得到了显著优化。根据《中

国能源发展报告（2016）》，从 2005 年到 2015 年，中国煤炭

占能源消费的比重由 72% 下降到 64%，而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 7.4% 逐步增加到 12%[21]。

3  结论

“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约束性指标考核有

效减少了各省的 SO2 排放量，且“十二五”期间的减排效果

比“十一五”期间更加显著。“十二五”期间，原环保部每

年进行主要污染物减排核查，促使地方政府建立减排工作

目标责任体系，有效提高了减排绩效评价的准确性与管理

效率。这说明以约束性指标考核为载体的制度化激励对地

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随着考核的逐

年推进，年轻的省委书记越来越关注污染减排，以积累更

多的政治资本，但与年长的省委书记相比，环境绩效依然

较差，这可能源于年长的省委书记具有更丰富的从政经验，

能够更好地协调辖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随着规

划逐年实施，兼任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由于自身在中央

的核心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视削减 SO2 排放量。因此，虽

然官员的异质性特征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依然存在，但

这种影响正在逐渐减弱。此外，人民生活水平更高的省份

污染减排力度更强，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

表2  中央环保绩效考核对地方SO2排放量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SO2 滞后项 0.729***(21.255) —

第十“X”个五年计划（Plan） -0.134***(-3.585) -0.120***(-5.442)

省长的相对年龄 -0.006(-2.492) -0.008 (-2.365)

省委书记的相对年龄 0.006***(3.006) 0.011***(3.359)

进入政治局的机遇 0.011(2.021) 0.020 (2.059)

现任政治局委员 0.059*(1.806) 0.128 (2.590)

SO2 滞后变量 × Plan -0.018**(-2.120) —

省长的相对年龄 × Plan 0.004(2.612) 0.007 (3.490)

省委书记的相对年龄 × Plan -0.003**(-2.513) -0.007***(-3.326)

进入政治局的机遇 × Plan -0.009(-3.793) -0.025 (-6.089)

现任政治局委员 × Plan -0.041*(-2.143) -0.074**(-2.378）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0.022*(-0.755) -0.215*(-4.856)

环境保护指数 0.017(0.874) 0.149**(5.032)

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265**(-6.154) -0.547**(-4.039)

省级税收 0.058*(1.869) 0.245 (5.141)

省级人口数量 -0.308*(-1.687) -1.150 (-3.495)

人口密度 0.199(1.345) 0.947 (3.306)

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0.035*(2.221) 0.154 (6.743)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 0.012*(0.807) 0.016*(0.669)

常数项 4.262 (5.380) 10.919 (5.260)

R2 0.6974 0.6938

F 检验 2 106.52*** 879.65***

Hausman 检验 28.64** 25.91**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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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环境诉求正迫使地方政府不断地提高环境治理绩效。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与 SO2 排放量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但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两者

之间正在“脱钩”。

将环境治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

并通过各级政府的“层层分解”落实任务，形成了中国特

色的环境治理目标责任制。该制度一方面为干部选拔任用

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受晋升激励驱动，地方官员更加积

极地回应中央环境政策，增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

力度。官员异质性特征对环境政策执行影响的减弱也印证

了制度化机制对驱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性正在

增强。因此，未来在“十三五”末期及“十四五”期间，

进一步优化中央环保绩效考核制度将成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的关键所在。

首先，本文建议将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调整为浓度降

低目标，或实施总量和浓度双目标约束。当前，污染物总

量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并不明确，而环境质量指标

的改善更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且，相比于

总量目标，浓度目标在核查与验证中的难度和误差都更小。

其次，有效的绩效管理依赖于合理的目标制定和科学的考

核方式，否则容易诱发被考核者的“赌博”行为。在这个

过程中，应强化绩效目标制定的科学性论证与考核过程中

的上下级沟通及反馈，在考核者和被考核者之间形成闭环

交流系统，通过不同意见的反馈、沟通与谈判，提高绩效

考核体系的合理性。最后，基于“赏罚结合”的原则，优

化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方式，将考核结果与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升迁和奖惩直接挂钩，将环保约束刚性化的同时增强

环保绩效考核的正向激励效果。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待在今后的

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第一，由于资料的缺失，对除

晋升激励之外的官员行为动机刻画不足；第二，若将样本

拓展至地市级层面，可以发现环保考核制度在各省的运用

情况，为制度优化提供更充实的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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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n Local SO2 
Emission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11th and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LIU Lei1*, WAN Ziqianhong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the 11th and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06—2015),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based on binding targets effectively reduces local SO2 emissions, and the policy efficacy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is stronger than that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relatively 

younger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ies gradu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lution reduction, but compared with older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ies, thei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still wors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mpact of officials’ heterogeneity 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gradually weakening, 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ized mechanism is strengthening.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will be critical to win the "Blue Sky Defen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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